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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傳統詮釋，一般認為國際關係是處在霍布斯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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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說明。這種替代的詮釋雖然在政治思想界已經廣為人知，在國際關係學界則

還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的目的是要藉助國際關係學的理論來為這種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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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對於國際關係學而言，霍布斯的政治理論能有國際規範意涵嗎？乍看之

下，這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在國際關係領域中，霍布斯往往被視

為是現實主義傳統的代表人物。1在國際關係學中，國家間的關係經常又被

描述為處在所謂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中。此一無政府狀態，又往往

讓人聯想到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2而按照霍布斯的

說法，自然狀態又是一種「戰爭狀態」（state of war）。而且，據霍布斯說，

「沒有共同權力的地方就沒有法律，而沒有法律的地方就沒有所謂不公正。

暴力與詐欺在戰爭中是兩種主要的美德。」（Hobbes, 1996: 90; EW, III: 115）3

如果國際關係就是處在這種狀態中，那就無所謂的公正與不公正可言。對於

霍布斯這種傳統理解相當程度上形塑了現實主義者對於道德在國際關係中的

地位的看法。例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說，根據霍布斯的極端格言，

「國家創造了道德與法律，是以國家之外沒有道德與法律。」（Morgenthau, 

1952: 34）4羅伯特．阿特（Robert Art）與肯尼斯．華爾茲（Kenneth Waltz）也

說：「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難以有道德。只有存在一個有效的政府能嚇阻並懲

罰非法行為時，道德的行為才有可能存在。」（Art and Waltz, 1983: 6）5總之，

在國際關係學中，霍布斯的思想往往會被用來支持一種非道德的（amoral）

1  例如 Jack Donnelly（2000: ch. 1）列舉了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六種典範，其中第一個就是霍
布斯。

2  當然，並非所有的學派都會認為無政府狀態必然等同於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例如英
國學派的 Hedley Bull就不這麼認為。稍後將有說明。

3  本文引用《利維坦》（Leviathan）（或譯為《巨靈》）的中譯文，主要是根據黎思復、黎廷弼
的譯本（霍布斯，1995），並在必要時稍加修改。《利維坦》的版本繁多，本文採用的是Richard 
Tuck（1999）所編輯的版本。為了讓採用不同版本的讀者方便查考，夾註中另外標明了收在
Sir William Molesworth所編的 The Collected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Hobbes, 1997a; 
1997b）中的版本的頁碼。EW即為 English Works的縮寫，羅馬數字代表第幾冊，之後的數
字為頁碼。

4  轉引自Malcolm（2002: 433）。
5  轉引自 Donnelly（2000: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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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立場，6以致於想要探討國際關係的規範層面，似乎就必須從批判霍布

斯的理論開始。7果真如此，那麼霍布斯的思想對於國際關係而言，何來規

範意涵可言？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指出，霍布斯的思想雖然以體系嚴謹著稱，

然而有時不免以修辭（rhetoric）取代嚴格的推理或論證，8甚至有時不免有

誇大的傾向，9以致於產生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說法。10於是，霍布斯的學

說應該如何詮釋，即使專門研究霍布斯的專家之間也難有定論。11因此，如

果只取其中一部份而加以擴大解釋，就容易產生以偏概全的缺失。是以，儘

管國際關係學者對霍布斯並不陌生，但相較於政治思想史家與霍布斯專家而

言，主流的理解恐怕有過於片面或簡化的嫌疑。即以前述的引文而言，許漢

（2004: 153）教授認為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沒有獨立於政治權威之外的道德

規範﹔二是在沒有政治權威的強制執行下，道德規範沒有太大意義。然而從

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的第 14章與第 15章關於自然法的論述來研判，

許漢認為霍布斯的立場並不符合第一種虛無主義式的詮釋。因此霍布斯的立

場應該是屬於第二種解釋。換言之，把霍布斯的思想詮釋為一種非道德主

張，即使不是錯誤的，也是一種過度簡化。

6   例如 Steven Forde（1992）的經典詮釋基本上就是採取這種理解。
7   例如 Charles Beitz（1979: part I）採取的就是這種策略。
8   關於霍布斯著作的「修辭」面向，經典論述可參閱 David Johnston（1986），Quentin Skin-

ner（1996），另可參考梁裕康（2013）以及劉小楓、陳少明主編（2008）。
9   例如Michael Oakeshott（1975: 58）說：「他無法捨棄誇大的樂趣，因而被人們記住的是他
不太經意的時刻，其他的則被遺忘（“He could not deny himself the pleasure of exaggeration, 
and what were remembered were his incautious moments, and the rest forgotten.”）。」

10   例如Martinich（2005: 240）指出，霍布斯一方面把道德哲學定義為「正義與不正義的科
學」，另一方面又說，在自然狀態下不存在正義與不正義的問題。然而，既然道德哲學在

邏輯上先於公民哲學（civil philosophy），而道德哲學應該也適用於自然狀態，那又怎能說
正義與不正義只存在於公民哲學而不存在於自然狀態？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說法。

11   例如 Cornelia Navari（1996: 20）說，霍布斯的思想在 17世紀往往被視為是一個自由思想
家（a libertine and free thinker），並在他的思想中找到鼓吹叛亂與無秩序（sedition and dis-
order）的因子。又如 David Armitage（2013: 62–63）指出，對某些人而言霍布斯是 17、18
世紀自然法與國際公法的奠基者，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 19世紀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
tivism）的奠基者。換言之，不同時代的人對於霍布斯思想的屬性，會有很不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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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主流的國際關係學中，霍布斯的學說常被理解為一種非道

德的理論，而這種理解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國際關係處在自然狀態」以及「自

然狀態就是一種戰爭狀態」這兩個命題上。誠然，這兩個命題的根源都可以

追溯到霍布斯的政治理論中；然而，霍布斯的自然狀態是否就必然是一種戰

爭狀態？依據傳統觀點答案是肯定的，但透過仔細的文本閱讀，再加上對所

謂「霍布斯的邏輯」的重新考察，或許會顯示，這個問題其實也存在不同詮

釋的空間。12換言之，霍布斯文本的替代解讀（alternative reading）或許會提

出一種反傳統的理解（此處「傳統的」指涉的是國際關係學的「傳統」），亦

即自然狀態不必然是一種戰爭狀態。果真如此，則從霍布斯的思想出發來探

討其國際規範意涵，就不至於是無稽之談。

以上說明目的是要指出，霍布斯的學說存在不同解釋的空間，然而國際

關係學界卻多半只偏重其中一種非道德的解釋，這樣的理解就排除了討論其

思想的國際規範意涵的可能性。相較之下，在國際關係學的主流理解之外，

卻有許多學者（以政治思想史家居多，但也有少數國際關係學者）重新考察

霍布斯的政治學說，發掘出其中所蘊含的規範意涵。這類的詮釋有人稱之為

「修正主義式」（revisionist）的理解。13而根據這類的詮釋，霍布斯的學說

不僅不是非道德的，甚至還能從中引申出強烈的規範主張。這種替代詮釋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雖然提供了一個思考國際規範理論的空間，但是

在國際關係學界這還不是主流的見解；如果這種「修正主義式」的詮釋要獲

得主流國際關係學界的接受與認可，它必須與現存的國際關係理論有更多的

對話，而不是只就霍布斯的文本做解釋。因此本文的工作，就是在「修正主

義式」的詮釋與國際關係學領域間建立橋樑，以便為此新途徑進入國際關係

學鋪平道路，打下更穩固的基礎。

在正式展開討論之前，有必要稍加說明本文對詮釋霍布斯思想所採取的

態度。如同羅爾斯所說，在閱讀如同《利維坦》這種偉大的著作時，「如果

12   例如國際關係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國際關係儘管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但無政府狀態並
不必然是像霍布斯所說的那種戰爭狀態，反而可能是一種有秩序的社會狀態。此種觀點可

以 Bull（1977）為代表。
13   這是借用 Glen Newey（2011: 73）所採用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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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最大限度地挖掘其內容，你就必須儘量以最好且最有意思的方式來闡釋

它。試圖駁斥它，試圖說明作者在某些方面是錯誤的，或他的論據是站不住

腳的，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要做的事是，儘量闡發其思想，儘量以最佳的

方式來理解作者的總體思想會如何發展。」（Rawls, 2007: 52）有鑑於大師的

忠告，本文雖然不免在某些地方對霍布斯的論點有所批評，但批評的目的不

是為了否定其思想；相反地，是為了使它更能適應我們時代的環境、更具說

服力，從而有助於吾人思考當代的問題。

本文第貳節將檢視國際關係學界主流的「傳統」詮釋，這種詮釋往往把

國家類比為個人，並把國際關係類比為自然狀態（戰爭狀態），他們往往還

引用霍布斯的某些話，認定自然狀態下無正義可言，從而推論出國際關係無

道德規範的結論。此一推論的基礎在於，自然狀態必然是戰爭狀態。本節將

透過考察國內類比，說明此一類比有其侷限性，然後說明國際關係的「無政

府狀態」無法等同於霍布斯所說的戰爭狀態。第參節進一步探討自然狀態是

否沒有道德規範的問題。按現實主義者的理解，自然狀態下沒有正義，就意

味著國際關係沒有道德規範。本節將指出，按霍布斯的想法，事實上自然狀

態依然有自然法存在，而自然法就是一種道德法。另一方面，一個常見的說

法認為，引入自然法會讓霍布斯的政治理論產生一個矛盾：如果人們會自動

遵守自然法，他們就不需要一個主權者；反之，如果人們不會自動遵守自然

法，則他們不可能訂約建立一個主權者。本文認為，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在

於，自然狀態只是一個假想的理論參照點，因此不應把它視為是國際關係理

論的一個確定無疑的出發點。第肆節進一步考察「修正主義式」的詮釋，這

類詮釋突出了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的地位，並主張霍布斯的自然法可以作為

思考國際關係規範的基礎。由於這個替代的詮釋會對霍布斯的理論做出修訂

或重建，因此本節要論證，此種重建不僅不會與霍布斯的理論發生衝突，而

且還能讓它更切合當代國際關係的情境或脈絡。

貳、自然狀態等於戰爭狀態嗎？

在政治思想史上與政治哲學的領域中，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往往被用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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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以必須成立政治社會或國家。其基本邏輯是：如果沒有主權者（或國

家），人們即處於自然狀態，而按照霍布斯的說法，此一狀態實質上是一種

戰爭狀態，是不可欲的，因此簽訂社會契約以脫離此一狀態，才符合理性。

此一論證，已為學界所共知，因此其中細節此處不多做說明。與本文相關的

要點是，此學說為了證成主權者或國家的存在的理由而想像出所謂的自然狀

態，乃至於戰爭狀態，其實只是一個參照點。這個參照點的意義在思想實驗

或邏輯演繹中可以被理解，但即使這個參照點能夠支持霍布斯的論證，也不

一定能恰當地描述一個現實中既已存在的狀態，14因此能否直接地類比於國

際關係之現狀，其實存在討論的空間。然而，在國際關係學中（特別是現實

主義者）往往把國際關係類比為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而自然狀態又「理

所當然」等同於戰爭狀態。15於是乎，一個在論證中具有邏輯意義的參照

點，在現實主義那邊卻變成了一個指涉國際關係現實的、無庸置疑的起點。

弔詭的是，就政治思想與政治哲學而論，霍布斯學說的精神是要尋求一

條「通往和平的康莊大道」（highway to peace）（Hanson, 1984），16因此不能

說它沒有倫理關懷；可是在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者的理解下，霍布斯反而似

乎成了「國際關係無正義可言」的代言人，17彷彿與馬基維利（Nicolo Machi-

avelli）是同一類型的思想家。然而，早有學者指出，霍布斯至少在兩個地方

不同於馬基維利：霍布斯不僅反對帝國主義，18而且反對「虛榮」（vainglory）

（Pangle and Ahrensdorf, 1999: 145–46; cf. Hanson, 1984: 349–350）。這說明現

實主義對霍布斯思想的理解或運用可能已經偏離了其思想的基本精神。因

此，我們有必要根據霍布斯思想的基本邏輯與精神，來重新考察現實主義對

14   關於作者如何理解「自然狀態」在霍布斯論證中的作用及現實中的意義，本文接下來的部
分會有所討論。此處作者只是要說明，為論證所提出的假想狀態不會因為展現出某些寫實

的特徵就能夠理所當然地類比於國際關係的現狀；然而國際關係的學者在應用霍布斯論

時，往往忽略這一點。

15   例如摩根索就說：「國際的場景就如同霍布斯所形容的自然狀態一樣，是一種『每一個人
反對每一個人的戰爭』。」（Morgenthau, 1967: 219）

16   Bull也稱霍布斯為「一個真正和平的哲學家」（a true philosopher of peace）（Bull, 2000: 205）。
17   不妨參閱 Forde（1992: 75–76）的詮釋。
18   霍布斯反對領土無度擴張，參見 Hobbes（1996: 230; EW, III: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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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思想的運用方式。由於此一運用方式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所謂的「國內

類比」（domestic analogy），因此本文的討論先從此一類比展開。

所謂的「國內類比」就是把國際關係比擬為霍布斯學說中的自然狀態，

而處在國際關係中的國家則相當於自然狀態中的個人。如果用一個簡單的公

式來表示，就是「個人」：「自然狀態」=「國家」：「國際關係」（Bottici, 2009: 

35; 43）。根據 Chiara Bottici（2009: 15）的研究，此一名稱最早由 Charles 

Manning提出，後來因為Hedley Bull的討論才成為一個研究課題，19從而引

發了許多關於此類比是否能成立的論戰。這方面的討論，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是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是否可以與自然狀態下的個人相提並論？另一個問題

是，國際關係是否能與國內層次的自然狀態相比擬？

關於第一個問題，如果要深入追究，可以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非常多，包

括國家是否如同個人般，可以有情緒（例如恐懼）、統一的意志⋯⋯等等特

質。但是這樣的討論已經超出一篇論文容許的篇幅，因此本文只能將討論侷

限在一個引起較多關注的熱點。此一熱點關注的問題是，自然狀態下的個人

之所以處在「暴死的恐懼」（fear of violent death）的主要原因在於：個人之

間的「自然平等」（natural equality）造成強者與弱者之間面對死亡的恐懼幾

乎沒有差別（Hobbes, 1996: 86–87; EW, III: 110–111）。由此引發的問題是，

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是否也符合這個「自然平等」的假定？

事實上，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早已有許多論證說明，國家間的關係並不存

在「自然平等」。例如史賓諾莎（Baruch Spinoza）就曾經質疑：個人可能因為

需要睡覺，或者因為疾病、心智不健全、乃至衰老等因素而被壓迫，但國家

卻能克服這些問題（Spinoza, 1951: III, 11）。20克勞塞維茲（Karl von Clause-

witz, 1943）也曾指出，戰爭從來就不是一擊定生死，而是每次的失敗都還有

補救的機會。21因此，許多現代的理論家都主張，儘管在自然狀態中，個人

19   有趣的是，Bull當初提到此一類比，並不是要支持現實主義運用霍布斯思想的方式，反而
是要論證：此一類比有其限度，亦即國際關係並不像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也就是戰

爭狀態），而毋寧說更接近於一種「社會狀態」。

20   Bull（2000: 201–202）與 Bottici（2009: 48; 146）都曾經提到這個論點。
21   此為 Bull（2000: 202）所引用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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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死亡威脅以及其恐懼感是平等的；但是在國際關係中，大國與小國

受到的死亡威脅卻不一樣。誠然，有學者或許會從經驗的角度質疑這種「國

家不能與個人類比」的論證。例如，David Gauthier（1969: 207–208）早已指

出，核子武器的發明縮小了強國與弱國的力量差距。但這個說法有值得商榷

之處，因為即使核武有嚇阻能力，在易受攻擊性（vulnerability）上擁核國家

與無核國家之間仍有差距（Beitz, 1979: 41）；甚至在擁核國家之間，核武的數

量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否則就不會想要保有所謂「第二擊」能力。因

此，核武的發明並未根本改變國家間不平等的狀態。而如果強國比弱國更不

受「死亡」的威脅，那意味著「自然狀態」並非對所有的國家而言都是不可

忍受，而是只有弱國才有足夠強烈的恐懼想脫離（Heller, 1980: 27）。

對於以上的論證，或許有人會質疑：實際上霍布斯本人承認人與人的能

力並非完全平等，22因此，光是指出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並不能否定國內類

比的效力。23對此質疑，作者認為，國家間的不平等至為明顯，例如，我們

很難想像美國與吉里巴斯（Republic of Kiribati）在「暴死的恐懼」上可以相

提並論。即使像墨西哥、加拿大這些規模不小的國家，也無法威脅美國；甚

至面對日本這種大國，美國也不會有「暴死的恐懼」。對於美國這種強國而

言，大概只有俄羅斯與中國能帶來「暴死的恐懼」，但這種恐懼還是可以透過

擁有第二擊的核子嚇阻能力而得以緩解。因此可以說，國家間的不平等差距

之大，幾乎是一個自明的事實。據此，作者認為，應該是主張國內類比的人

必須證明，「國家間的不平等」小到與「個人間的不平等」可以相提並論；舉

證的責任應該是在他們，而不是在作者。其次，這裡還需澄清，本文的目的

並不是要質疑或挑戰霍布斯的邏輯本身，這是因為，霍布斯之所以能夠承認

不平等的存在卻又以「自然平等」作為論證的前提，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智

22   霍布斯事實上承認，在自然狀態下個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平等，關於這一點，Hoekstra
（2013）與周家瑜（2015）已有詳細的論證與說明，因此本文不再多做說明。

23   這是一位審查人所提出的質疑。審查人認為：「在國際關係領域，只指出國家的不平等是
不夠的，不平等本身不會自然否定國內類比。關鍵問題應該是國家間顯然也有不平等（和

個人一樣），因此作者需要的關鍵論證是，國家間的不平等是否差異大到適用個人的論證

不適用於國家？不完全適用到什麼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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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體力上「些微的不平等」並不會使任何人能在自然狀態中確保自己的安全。

換個方式來說，處在自然狀態下的人不論是「大致平等」還是「完全平等」，

按霍布斯的看法，如果沒有建立絕對主權者的話，他們就缺乏安全保障，如

此戰爭狀態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不安全感」才是真正「導致戰爭狀

態的條件」。然而，如果國家間的不平等實際上比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大得多，

以致於有些國家可以顯著降低其不安全感，那我們就無法推論說：「沒有國

家能確保自己的安全，因而國際關係的無政府狀態是一種戰爭狀態」。換言

之，霍布斯將「大致平等」簡化為「自然平等」的作法，並不意味著「國內

類比」的應用者可以理所當然地忽視國家間的「不平等」。24基於以上的理

由，本文支持以下的主張：國家間的「不平等」使國際關係很可能不具有導

向戰爭狀態的充分條件，因此霍布斯所謂的「自然平等導致戰爭」的說法並

不適用於國家之間（Gauthier, 1969: 207; Bull, 1977: 49–51; Heller, 1980; Bottici, 

2009: 48–49; Newey, 2011: 65–66）。總之，「國內類比」或許在別的方面具有

某種啟發性，但在這方面它並不成立。

關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國際關係是否可以類比為自然狀態（戰爭狀

態）？在《利維坦》中，當討論到自然狀態是否真的存在過，霍布斯舉了美洲

原住民與當時國家間的關係為例，來「證明」這個假想並非空穴來風（Hobbes, 

1996: 89–90; EW, III: 114–115）。25然而如同許多學者都意識到的，自然狀態

這個概念只是一個詮釋的機制（heuristic device），一種演繹的抽象物，而不是

一個歷史事實。26這個看法可以在霍布斯的文本中找到證據：「他也許不會

24   此處需感謝審查人的質疑，提醒作者針對「國內類比」與「自然平等」的邏輯關係進一步
考察與補充。

25   另外一個旁證是，在《哲學家與英國法律學家的對話》（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of England）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哲學家說：那麼國家之
內或國家之間，有什麼希望能維持恆常的和平？法律學家說：你無法在兩個國家（Nations）
之間期望這種和平，因為世界上沒有一種共同權力可以懲罰他們的不義。相互的恐懼或可

使他們平靜一段時間，但只要稍佔上風，他們就會互相侵略。」（Hobbes, 1971: 57）轉引自
Bottici（2009: 50）然而，這段藉由法律學家之口說出的話，是否能真正代表霍布斯的想法，
卻存在爭議。例如 Grewal（2016: 645–646）就主張，法律學家的說法只是代表當時的一種
傳統看法，不能代表霍布斯自己的想法。

26   例如 Pasquino（2001）；Martinich（200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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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根據激情做出的這種推論，而希望用經驗加以證實 “Inference, made from 

Passions, desires perhaps to have the same confirmed by Experience.”」（Hobbes, 

1996: 89; EW, III: 114）。據此，所謂的自然狀態其實只是霍布斯根據人類的

「激情」所做出的「推論」而已。另外，就其在霍布斯學說中所發揮的功能而

言，也有學者指出，自然狀態的作用並非用來說明義務的起源，而是對於現

存主權者解體的危險提出警告，特別是內戰的危險（McLean, 1981: 341）。

因此不妨說，霍布斯把自然狀態描述地特別恐怖，是為了凸顯建立主權者的

可欲。

這裡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由「激情」所做出來的「推論」，是否一定導

向戰爭狀態？還是有其他可能性？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說明，一是根

據理論性的推演，二是根據經驗性的證據。就理論性的推演而言，學者也常

用博奕理論（game theory）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來詮釋自然

狀態下的邏輯（Gauthier, 1969: 76–98; McLean, 1981; Kavka, 1986: 126–136; 

Hardin, 1991; Rawls, 2007: 76–79; Eggers, 2011）。按這種詮釋，戰爭狀態是國

家間在面臨囚徒困境時選擇背叛的結果。然而，國際關係學的自由主義已經

提出許多論證，說明只要創造足夠的條件（例如重複的博奕以及充分的溝

通），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27並非一定要有一個超國家的主權者才

行。再者，英國學派的 Bull（1977）早已提出堅強的論證：即使處在無政府

狀態，國際間依然存在許多規範，使它更接近於一種「社會狀態」，因此他用

「無政府的社會」（anarchical society）這個看似弔詭的名稱來形容它。此外，

社會建構主義學派的Alexander Wendt（1999: ch. 6）也主張，無政府狀態可以

與霍布斯式的（Hobbesian）、洛克式的（Lockean）以及康德式的（Kantian）

文化相容，因此，並不是說無政府狀態一定是「霍布斯式的」世界。28這些

27   例如 Oye（ed.）（1986），Hungerland（1989）。
28   當然，人們或許可以反駁說，霍布斯對於所謂的「戰爭狀態」有一個十分獨特的定義
（Hobbes, 1996: 88–89; EW, III: 62），根據這個定義，戰爭狀態並非表示戰爭隨時在進行，
而是「以戰鬥進行爭奪的意圖普遍被人相信」（the Will to Contend by Battle is sufficiently 
known）的狀態。不過，這樣的定義實在太寬鬆了，如果完全根據這個定義，即使戰爭的
頻率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只要任何國家還存有訴諸戰爭的意志（例如當前的北韓），而

且被其他國家所感知，則國際關係依然是處在戰爭狀態。這樣的定義會使得戰國時期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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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對於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們而言，可以說都是耳熟能詳的，如果要說這

些論證的說服力不夠，不啻於否定這些理論的貢獻，這對於國際關係學界而

言恐怕是難以接受的。

再就經驗性的證據而言，Alexander Wendt（1999: 259–285）早已指出，

國際關係中的「霍布斯式文化」（Hobbesian culture）的邏輯是「要麼殺人，

要麼被殺」（kill or be killed），在這種文化之下，國家的死亡率會很高。但是

在西伐里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出現後，主權的概念把這種文化轉變

成「洛克式文化」（Lockean culture），後者的邏輯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live and let live），此一轉換的結果讓國家的死亡率大幅下降。29而且像新加

坡與摩納哥這樣的小國也一樣可以欣欣向榮，甚至一些「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也照樣可以生存下去。不僅如此，國際法也已成為當代國際體系的重

要組成部分，儘管缺乏一個集權化的執法機構，大部分的國家大多數時候事

實上會遵守國際法。30再者，二次大戰之後，儘管國家間仍然繼續購買軍備

武裝自己，但在有些地區，國家間已經不把對方視為假想敵（例如歐盟國家

間，以及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此外，如果以當前的局勢而言，或許北韓與

南韓、日本、美國之間的關係還近似於戰爭狀態，但這類的例子是特例而非

常態。如同Wendt（1999: 281）所說，這種例外凸顯出敵對狀態（enmity）

在今天是多麼不尋常。因此，誠如 Robert Keohane（1995）所說，國際關係

的狀態比較像是一個局部「霍布斯式的世界」（a partially Hobbesian world）。

此處重點在於「局部」，意謂高度的相互依賴，已經使許多國家間的關係相

當程度上脫離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因此本文主張，總體而言，國際關係更

   際關係與（相對更為和平的）當代的國際關係同樣都被視為戰爭狀態，如此便缺乏鑑別
力，對於「科學地」理解國際政治現實用處不大。因此，本文原則上不接受這樣寬鬆的定

義，而是把國際秩序視為一個光譜，完全的戰爭狀態與絕對的和平狀態分別居於光譜的兩

個極端，而真實的國際秩序可能居於光譜上的某個位置。舉例而言，現存的國際秩序肯定

還沒達到絕對和平的境界，但它與 15–17世紀的歐洲體系或者戰國時期的國際體系相較，
還是更靠近「和平」的一端。而這樣的程度差別，不能說不重要。但如果按霍布斯的定

義，這樣的差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作者才認為他的定義缺乏鑑別力。

29   Wendt（1999: 284）引用 David Strang（1991）的研究，指出自從 1415年之後，被歐洲國
家所承認的國家的死亡率比起那些沒有被承認的國家，其死亡率要低得多。

30   Wendt這個說法是得自著名國際法學家 Louis Henkin（1979: 47）的著名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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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是偏離（而非接近）戰爭狀態。

基於以上理論性與經驗性的論據，可以合理地說，「自然狀態等同於戰

爭狀態」這個命題只是一個推論，而不是一個給定的事實。而這個推論是否

成立，是一個經驗的問題。在霍布斯的時代，它或許可以成立。但隨著時代

的變遷，可能就會逐漸動搖，乃至於可能被否定。如此一來，這就根本挑戰

了在國際層面「移植」霍布斯邏輯的方式。按照那種移植式的論證，如果缺

少一個主權者，必然就陷入戰爭狀態。這種論證可以說反映了一種「非黑即

白」的思維，31然而我們的後見之明告訴我們，世界並非如此「非黑即白」，

而是存在其他種介於黑白之間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即使國家間缺少一個主

權者，他們並非必然處在一種戰爭狀態，而是可能維持某種低限度的秩序，

或者說存在著合作的空間。

參、自然狀態下沒有道德規範嗎？

接下來要處理的問題是，自然狀態下是否有道德規範？首先必須指出，

按霍布斯的學說，自然狀態下仍有自然法，這是學界所共知的事實，因此無

需多做解釋。而霍布斯又主張，「國家間的法律（the Law of Nations）與自然

法是同一個東西」（Hobbes, 1996: 186; EW, III: 342）因此，按霍布斯的看法，

國家間的關係看起來應該是受自然法的約束。然而，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者

多半不會認真看待這個想法，因為他們知道霍布斯還說過：「沒有武力，信約

便只是一紙空文，完全沒有力量使人得到安全的保障。」（Hobbes, 1996: 117; 

EW, III: 154）那麼，自然法在自然狀態是否有拘束力呢？這裡我們首先面臨

一個文本詮釋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修正主義式」的立場一般認為，自然

法至少對人們的內心具有約束力（周家瑜，2014: 82），但持懷疑態度的論者

往往反而強調，雖然霍布斯認為自然法對內在法庭有拘束力（oblige in foro 

31   Hardin（1991: 165）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在比較了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與大量參與者的「囚
徒困境」之間的差異後，指出霍布斯的理論有一種「要麼全有（秩序），要麼全無（秩

序）」（all or nothing）的特點，因此不存在合作者與背叛者的混合的情形。Hardin的這個
觀察可以用來支持本文所謂「非白即黑」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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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o），但對外在法庭（in foro externo）則並非總是如此。這是因為在自

然狀態下沒有一個共同的權力可以提供安全的保障，因此遵守自然法的一方

可能會成為不遵守者的犧牲品（Hobbes, 1996: 110; EW, III: 145）。32懷疑論

者還常引證說：「在正義與不正義等名稱出現以前，就必須先有某種強制力

（coercive Power）存在⋯⋯這種共同權力在國家（Common-wealth）成立以前

是不存在的。⋯⋯因此，沒有國家存在的地方，就沒有不正義的事情存在。」

（Hobbes, 1996: 100–101; EW, III: 131）因此，儘管霍布斯的第三條自然法規

定，約定必須遵守（Hobbes, 1996: 100; EW, III: 131），而按霍布斯的定義，

違背約定就是不正義。然而由於尋求自保是首要的考慮，在自然狀態下，如

果遵守約定會危害自身的生存，則違約並不算是不正義。顯而易見地，現實

主義者可以運用懷疑論者的理解方式來為「國際關係中無所謂的正義，因此

也就無道德可言」的主張背書。

這裡必須承認，「自然狀態下無正義可言」的說法確實是有根據，問題

是，沒有正義是否就沒有道德規範可言？對於這個問題，採取「法實證主義」

的立場來理解霍布斯的學者會認為，必須要能拘束外在行為的規範，才能產

生道德義務。33但此一立場似乎意味著將道德與法律劃上等號。然而，有些

文本可以證明，霍布斯並非持這樣的立場。例如霍布斯說：「我所謂的良法

（Good Law）不是公正的法律（Just Law），因為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不公正

的。⋯⋯良法就是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確的法律。」（Hobbes, 1996: 

239; EW, III: 335）法律即使（按霍布斯的定義）必然公正的，但不一定是好

的。這說明在法律與正義之外，還另有判斷好壞的標準。34再者，對霍布斯

32   霍布斯還說：「因為除了在良知意識（Conscience）以外，就沒有自然正義的法庭（Court 
of Naturall Justice）存在，這兒是上帝而不是人所統治的地方。」（Hobbes, 1996: 244; EW, 
III: 342）

33   例如 John Watkins主張，霍布斯的立場是強烈的「法實證主義」（stark legal positivism），
意謂在法律之外沒有一個判斷對錯的標準（Watkins, 1973: 109–114）。按這種立場，霍布斯
的自然法比較像「醫生的處方」一般（Watkins, 1973: 51; 59）。也就是說，道德的內涵是由
主權者所決定。Gauthier（1969: 68–69）也有類似的主張。按這類的主張，自然法或許可
以表述為這樣的「定理」：「如果你想得到什麼結果，就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34   Tom Sorell（2001）就曾論證說，霍布斯的政治哲學需要有一個比他的正義概念更廣泛的
道德概念來支撐。還有學者認為，「衡平」（equality）即屬此種正義之外的道德標準（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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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不正義的」（unjust）與「道德上的錯誤」（wrong）是有所區別的。例

如說，在自然狀態中殘忍（cruelty）或者沒有考慮到未來好處的復仇（ven-

geance without regard to future good）並不違反正義（因為沒有協議就沒有所謂

的不正義），但這卻是一種道德錯誤（Hobbes, 1998: 54）。綜合以上的論據我

們可以說，即使按霍布斯的定義，在國家之外沒有正義可言，這也不表示，

道德就不存在。因此，比較合理的推論應該是，即使在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

下，道德規範依舊存在。35

儘管如此，對於國際關係學者而言，最關鍵的問題還是：在安全沒有保

障的狀態下，遵循自然法是否違反理性？36有些霍布斯的文本確實可以找到

證據來支持這種解讀。例如底下這段是最常被引證的文本：

因為各種自然法（諸如正義、衡平、節制、慈悲以及〔總的來說〕

己所欲，施於人）本身，如果沒有某種權威使人們遵從，便跟那

些驅使我們走向偏私、傲慢、復仇等等的激情相衝突。沒有武力，

信約便只是一紙空文，完全沒有力量使人們得到安全保障。這樣

說來，雖然有自然法（當每個人有遵守的意願，並且在遵守時，

其安全可以得到保障，他才會遵守），要是沒有建立一個權力，或

其權力不足以保障我們的安全的話，每個人就會、而且可以合法

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計策來戒備所有其他的人。」（Hobbes, 1996: 

117–118; EW, III: 154）

   2013: ch. 3），而「衡平」又是自然法中的第十一條（Hobbes, 1996: 108; EW, III: 142），此
條自然法即使主權者也必須服從（Hobbes, 1996: 237; EW, III: 332）。周家瑜（2014: 82）還
指出，霍布斯在英文版的《利維坦》中說：主權者的命令（市民法）可以限制人們的自然

權利（自然自由），但在拉丁文版的《利維坦》中，霍布斯還添加了相當重要的一句話：

「因此，自然法不會被公民法（civil law）所改變或限制，而只有自然權利會〔被公民法改
變或限制〕」。拉丁文的部分乃取自Edwin Curley所編輯的版本，參見 Hobbes（1994: 175）。

35   例如，即使在戰爭中，也必須避免無謂的殘酷（Hobbes, 1998: 54）。霍布斯還說，在以小
氏族方式生活的地方，搶劫成為一種正當職業。在那種狀態下，人們還是要遵守某些榮譽

律（Lawes of Honor），包括禁止殘忍、不奪人生命、不奪人農具（Hobbes, 1996: 118; EW, 
III: 154）。

36   Beitz（1979: 31）似乎就是採取這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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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處我們必須小心。因為如果完全接受這個說法的話，霍布斯政治

理論的整個結構都會陷入極大的困難。理由是，如果在自然狀態下自然法沒

有拘束力，那麼人們根本不可能訂定社會契約，因為沒有人會遵守協議。反

過來說，如果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得到遵守，那麼自然狀態就不可能是一種

戰爭狀態；如此一來，人們就沒有脫離自然狀態、創立主權者的必要了

（Gauthier, 1969: 210; Heller, 1980: 31; McLean, 1981: 339; Williams, 1996: 225）。 

如果不解決此一矛盾，霍布斯的整個理論就會難以自圓其說。

那麼，是否有化解此一矛盾的方法呢？有一種策略是把理性考慮區分為

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而把依靠自己的力量以求自保的作法視為符合個體理

性。然而個體理性的結果就如同「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commons）的情境

一樣，長期而言是「自我挫敗的」（self-defeating）邏輯，因此遵守自然法才

符合集體理性。簡言之，「遵循自然法」反映的是一種集體理性的邏輯。由於

在自然狀態下此種集體理性難以確保，因此才必須創造一個主權者或國家，

而國家的最大作用，就在於它給「遵循自然法」創造了條件（Wolff, 2006: 

14–16）。37問題是，如果按這個邏輯，是否可以說：只有創造一個國家間的

主權者，才能確保國家之間採取符合集體理性的作法呢？或者說，是否一定

要有一個國際間的主權者，國家才有可能遵守自然法呢？我們認為並不一定

要，理由留待下一節說明。

第二種策略是直接承認，並不存在一種以「理性選擇」的方式脫離自然

狀態的可能性，38而按 Glen Newey（2011: 64）的說法，這樣的詮釋並不會

對霍布斯的邏輯造成破壞，因為霍布斯政治理論的主要意圖並不是要解釋從

自然狀態到政治權威的建立「如何可能」，而是要說：如果自然狀態是理性選

擇難以逃脫的，那反而更凸顯出自然狀態的恐怖。因此，為了不要陷入那樣

的狀態，人們別無選擇，只能支持現存的（能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的）主權

37   羅爾斯基本上也是採取類似的理解。他說：「主權者的存在以這樣一種方式改變了人們生
存的社會環境，以致人們不再擁有任何理性的或合理的理由不遵循自然法。」（Rawls, 
2007: 55–56）

38   Newey將此說法歸功於 Skinner（2002: ch. 10）。然而作者查閱 Skinner的著作，發現他似
乎沒有這麼說，因此不知道 Newey怎麼讀出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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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39 Pasquale Pasquino（2001）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霍布斯的理論，目

的不是要解釋「如何可能」逃脫自然狀態，而是用來作為一種反面教材，亦

即透過展示不服從主權者的下場，來勸導我們服從主權者。這類的詮釋還可

以用另一種方式來理解：主權者的存在既然已經是一個給定的事實，那麼人

們必須服從其權威的理據，這也可以借用 H. L. A. Hart的論點來給予支持，40

因此有一定的說服力。本文支持這個第二種策略，因為它一方面比較不會讓

霍布斯的理論產生矛盾，另一方面又能運用在國際關係上。

以上是從霍布斯理論的內部來說明，是否真的能脫離自然狀態，並非霍

布斯關切的重點，因為他的目的只是要藉由自然狀態的恐怖，來論證何以必

須支持現存的主權者。然而，如果吾人要把霍布斯的理論運用在國際層面時，

我們就不能停留在霍布斯理論的內部思考，而必須考慮國際環境是否符合霍

布斯理論的某些前提。之前的討論我們已經說明，國際關係並不必然處於戰

爭狀態，因此不必然要在國際間成立一個主權者。現在我們從反面看到，如

果自然狀態真的是戰爭狀態的話，那麼其實它是不可能逃脫的。如此，我們

可以推論：把國際關係理解為戰爭狀態，或許有一點詮釋作用，但是這樣做

的代價，會使得國際關係不存在「進步」（在此理解為可以受到道德的約束）

的空間。然而，在國際的主權者（或者所謂的世界政府）與戰爭狀態兩個極

端之間，難道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嗎？目前已經有一些政治思想史家採取一種

「修正主義式」的方式來理解霍布斯的政治理論，強調自然法在其政治理論

中的角色與作用，這個途徑可以在上述兩個極端之間提供一個中間道路，我

們將在下一節說明。

肆、自然狀態中遵守規範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近年來對霍布斯的理論有一種所謂「修正主義式」的詮釋，傾向於強調

39   Skinner（2002: ch. 10）主張，霍布斯政治理論的用意主要是論證支持現存政權的必要性。
40   Hart（1955）說：「如果一些人根據某些規則從事某種共同事業，並因此而限制了他們的
自由，那麼那些根據要求服從了這種限制的人就有權利要求那些因他們的服從而受益的人

做出同樣的服從。」轉引自周家瑜（2014: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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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的規範作用。例如 Noel Malcolm（2002: 437–440）主張

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確實有約束力（oblige），而自然法作為一種道德規範，

在國際關係中確實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由於對霍布斯而言，自然法又等於

國際法，因此這種立場反對把霍布斯的國際法做「實證法式」的理解，反而

認為它比較符合自然法的傳統。又如 S. A. Lloyd（2013: 290）也認為，不妨

把霍布斯的自然法直接運用在國家間的互動上，例如在武力使用或戰爭的問

題上。而 Larry May（2013）更主張霍布斯的自然法為主權者施加了不小的

道德限制，因此可以當作一種理論資源，廣泛地用來討論正義戰爭、遵守國

際法、甚至創設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等議題。這類

的詮釋可能面對的質疑是，如果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確實有拘束力，自然狀

態就不會是戰爭狀態，那麼建立主權者就變成是沒有必要了。如此一來，「修

正主義式」的詮釋是否可以與霍布斯的論證邏輯一致？如果這種詮釋會扭曲

或違背霍布斯的論證結構，那麼它是否還能稱為「霍布斯式」的理論，就有

斟酌的空間了。

為了回應這種質疑，本文希望對這類「修正主義式」的詮釋加以補充，

使它一方面不與霍布斯的理論相扞格，另一方面又更能符合國際關係的現

實。在這個方向上，Murray Forsyth（1979）早已提出了一種有趣的替代詮

釋。他把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進一步區分為兩種。在第一種自然狀態中，個人

保有對一切事物的權利，其結果是霍布斯所謂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

戰爭。這樣的世界，其實是一種「非世界」（a not-world），比較像是政府消解

的結果（Forsyth, 1979: 198）。然而這樣的「非世界」是不可持續的，因為它

違反自我保存的要求。因此，根據霍布斯的說法：「相互的恐懼會使我們相

信，我們必須從這樣一種狀態中擺脫出來，尋求聯盟（socii）；其結果就是，

如果我們必須要進行戰爭的話，就不再是對所有人的戰爭了，也不是孤獨無

援的戰爭。」（Hobbes, 1998: 30，黑體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如此，就進入了

Forsyth所說的第二種自然狀態，在此狀態中，人們透過自我設限而與他人

建立關係，並透過協約（pact）而形成「盟友」（allies），從而產生敵人與我

群的區別。除了盟友與敵我分別的出現之外，第二種與第一種自然狀態還有

一個重要的區別：第一種自然狀態中，「正確理性」（right reason）的運用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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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第二種自然狀態中，理性已經內在於其中（imma-

nent），而且正確理性的使用並不只是技術性的（technical），而是存在性的

（existential），因為不這麼做是自我毀滅的（Forsyth, 1979: 203）。其具體表現

是，一旦盟約形成，根據霍布斯的第三條自然法，人們就必須信守盟約。而

根據霍布斯的定義，信守盟約就是正義（Hobbes, 1996: 100; EW, III: 130）。

因此，Forsyth認為，當人們聚集成具有單一意志的法人時，他們就成為自

然法適用的對象（Forsyth, 1979: 208）。而國際關係中的國家，正是存在於

這種受自然法約束的第二種自然狀態。

與傳統的運用霍布斯理論理解國際關係的方式相比，Forsyth的詮釋具有

很大的優勢，因為前者必然會面臨這樣的困境：霍布斯在其論證中所清楚描

繪的兩個人類生活狀態的參照點分別是「作為戰爭狀態的自然狀態」和「絕

對主權所統治的社會狀態」。然而，本文先前的論證說明，國際關係的現狀既

非屬前者，也非屬後者。換個方式說，霍布斯所描繪的兩個相反狀態，正凸

顯了「規範」和「不安全」之間負向的關係，並分別取了「規範」、和「不安

全」達到極點的兩個狀態以達成邏輯上或修辭上的意圖。而 Forsyth的論點則

說明了，在這兩個極點之間保留「中間值」的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在霍

布斯的文本中也能找到證據。誠然，Forsyth的論點是否是對於霍布斯理論的

最佳詮釋，或許有討論的空間。41但本文的定位並非只在「詮釋」霍布斯的

文本，而是要找出比較符合國際現實的「運用」方式，就此而言，作者認為

Forsyth的論點比國際關係學界對霍布斯的傳統理解更符合這個要求。此處還

必須強調，這樣的說法並不是作者獨特的意見，例如 Vincent（1981: 96）與

David Boucher（1998: 149）都認為，Forsyth所描述的第二種自然狀態比較接

近國際政治的現實。A. Nuri Yurdusev（2006: 318）也以國際關係中的「安全

41   對於 Forsyth的論點，有審查人質疑說：「作者基於什麼理由和證據支持 Forsyth的主張？
因為 Forsyth對霍布斯的文本解釋本身的說服力嗎？或者是因為國際關係中事實上國家確
實或多或少遵守自然法嗎？」對此質疑，首先作者必須承認，Forsyth的說法似乎沒有得
到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哲學界的普遍認可，但是在國際關係學界，反而得到不少支持。再

者，作者的目的並非證明 Forsyth的論點是最佳詮釋，而是試圖說明這種詮釋似乎能使霍
布斯理論的前提和國關現實不發生衝突，而且由於霍布斯理論本身具有的道德關懷和規範

意圖，因此它能提供國際關係規範理論一些不同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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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的概念來比擬第二種自然狀態中的盟友或聯

盟。May（2013: 182）甚至把國家間的聯盟比擬為「國際公民社會」（inter-

national civil society）。另外，Malcolm（2002: 452）雖然沒有直接認可第二種

自然狀態的說法，但他也同意，霍布斯對國際關係的描述，其實蘊含了許多

「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要素，包括共享的實踐（shared prac-

tices）、制度（institutions）以及價值。此一說法其實也等於間接承認，國家

遵守自然法的可能性是不容低估的，否則它們之間就只能是處在戰爭狀態的

「非世界」，而不可能是一種「國際社會」。誠然，這並不是說，國家遵守自

然法就一定能確保和平，因為每一個國家有絕對的自由做出自己認為最有利

於本國的事情，而且盟約「只有在沒有出現不信任的正當理由（just cause of 

distrust）時才有效」，（Hobbes, 1996: 149; 163; EW, III: 201, 223）。42也就是

說，訂約者依然擁有「盟約是否被侵犯」的裁判權，以及在極端情況下訴諸

戰爭的權利（Forsyth, 1979: 204）。但這裡的重點是，國家在自然狀態並不必

然處於戰爭狀態，這就給國家提供了相當的空間可以遵守自然法。43

綜合以上的討論，如果 Forsyth所謂的「受自然法約束的第二種自然狀

態」有存在的空間，它將表明，即使在沒有共同權力的情況下，人們也是有

42   霍布斯說：「如果一個弱國的國王由於畏懼而和一個強國的國王訂立了不利於己的合約
時，他就有義務要遵守，除非是像前面所說的一樣，因為出現了引起恐懼的新的正當理由

而重新開戰。」（Hobbes, 1996: 98; EW, III: 127）
43   有位審查人質疑，「國際關係中事實上國家確實或多或少遵守自然法嗎？」並認為「作者
需要舉出經驗證據，而不只是舉出國際關係學者的類似主張。」對此質疑，作者認為，「國

家事實上是否遵守自然法？」這個提問有待斟酌，這是因為，所謂的自然法只是一些籠統

的原則，而不是像國際法那樣有具體的條文，可以檢驗國家是否真的遵守。換言之，吾人

或許可以對「國家是否遵守國際法？」加以驗證，卻很難對「國家是否遵守自然法？」加

以檢驗。例如自然法第八條反對輕蔑他人，以及第九條要求平等對待別人，如果運用到國

際關係上，吾人如何知道國家是否確實遵守這兩條自然法？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用

「國家遵守國際法」來作為「國家遵守自然法」的「近似物」（approximation）。如前所述，
國際法的實踐表明，大部分的國家大多數時候事實上會遵守國際法（Henkin, 1979: 47）。
即使國際法的規範並不總是有效，甚至常被挑戰，但當一個國家選擇挑戰國際法時，總是

必須提出說詞為自己的作為辯護，這就證明了國際法的規範確實具備相當的權威性或正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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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遵循自然法。44因此，就像 Vincent（1981: 97）所說的一樣：

因為如果我們可以假定大群體無需有共同的權力使大家畏服，就

能同意遵守正義和其他自然法，那麼我們便大可以假定在全體人

類中也能出現同樣的情形；這時就根本既不會有、也無需有任何

世俗政府或國家了，因為這時會無需服從就能取得和平（Hobbes, 

1996: 118–119; EW, III: 155）。

鑑於以上理由，至此吾人甚至可以倒轉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者（以及某些國際

關係自由主義者）運用霍布斯理論的方式，做出如下的論證：就國內層次而

言，或許建立共同權力是可欲的；但是在國際層次，在國家間成立一個共同

權力（或世界政府）反而是不可欲的，45因此國家間反而應該停留在一個

「無政府狀態」或「自然狀態」。然而，如果國家在「自然狀態」中不遵守自

然法的話，那將危及自己的「自我保存」，因而也是違反理性的。因此，停

留在自然狀態的國家應該遵守自然法才是理性的。46

誠然，有人或許會反問：如果這個倒轉的邏輯可以成立，那麼難道自然

狀態下的個人就不能滿足於第二種「受自然法約束的自然狀態」，而非得脫離

自然狀態不可？對此質疑，我們可以這樣回答：個人間的自然狀態與國家間

的自然狀態比起來，是更不穩定的，因為聯盟如果不夠強大，就很容易因為

內部的背叛或外部的分化而解體；如果聯盟足夠強大，時間久了，形成充分

44   事實上，如同May（2013: 188）所說，當代的國際法並不需要一個「世界主權者」（world 
sovereign）來強制施行。

45   當代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幾乎眾口一致反對世界政府，參見 Hsuan-Hsiang Lin（2008: ch. 
4）。他們反對世界政府的理由，基本上都是接受 Immanuel Kant（1970: 113）的說法，認
為世界政府會是一種「沒有靈魂的專制」（soulless despotism），並且最終會滑向無政府狀
態。支持這種看法的自由主義者包括 Rawls（1999: 36）。

46   當然，如果要為霍布斯辯護，我們也可以說：因為霍布斯的時代還無法預見，無政府狀態
下的國家彼此間可以達成高度的合作，所以他輕易地忽視了這種可能性。如果霍布斯活在

今天，或許他就會認同 Forsyth的修正，在他的戰爭狀態與國家狀態之間插入一個受自然
法約束的自然狀態，而此一狀態更能符合當代的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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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聚力，就可能蛻變為國家。47相較之下，國家間的聯盟雖然也會有背叛

的問題存在，但如果存在一個無侵略野心、同時也相對不受威脅的霸權國家

（所謂的「善霸」），它就可能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聯盟。48在這種狀態下，

國家的安全或許沒有絕對的保障，但相對穩定帶來的安全感，至少是「雖不

滿意、但可以接受」，因而不覺得有脫離自然狀態的需要。

最後這個結論蘊含兩個重要論點，可表述為如下的命題：「A1：在國際

層次，世界政府並不可欲。A2：在國際層次，假設善霸的存在，則無政府

狀態是國家可以忍受的狀態。」49值得注意的是，此二命題並不直接源自霍

布斯理論，因此，本文所重建的理論是否仍為「霍布斯的」理論，實有待斟

酌。儘管如此，霍布斯應該也不至於否定或排斥這兩個命題，雖然其理由可

能與拙作的理由（或論據）不完全一樣。例如，就第一個命題而言，霍布斯

似乎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邏輯拓展到國際層面的打算，也就是說，似乎不曾把

世界政府納入考慮。如同本文之前所說，霍布斯本人的理由僅只是：「由於

國王（國家）可以保護其人民，使其相對安全，因此沒有脫離自然狀態的必

要。」除此之外，霍布斯本人似乎沒有更進一步的理由了。但如果這是反對

世界政府的唯一理由，在吾人今日看來，這樣的理由恐怕稍嫌薄弱。因為霍

布斯如果像後來的人一樣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或許就不會滿足於他原來所

提出的理由了。50但這只是思想實驗，我們永遠無法知道，霍布斯如果還活

47   Martinich（2005: 76–77）也曾提出一個思想實驗，說明自然狀態下完全有可能產生「自然
主權者」（natural sovereign）。他的論證可以用來支持本文的說法。

48   事實上，康德早就提出一個類似的論證：「這一逐步會擴及於一切國家，並且導向永久和
平的聯盟性的觀念，其可行性（客觀現實性）是可以論證的。因為如果幸運是這樣安排

的：一個強大而開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個共和國（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會傾向於永久

和平的），那麼這就為旁的國家提供一個聯盟結合的中心點，使它們可以和它聯合，而且

遵照國際權利的觀念來保障各國家的自由狀態，並通過更多的這種方式的結合漸漸地不斷

擴大。」（Kant, 1970: 104）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就「接近」康德所說的這種狀況，可
惜那個「善霸」的國家無法「擇善固執」。此外，國際關係學中有一個所謂的「霸權穩定

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可以解釋這種狀態可以是一種穩定的狀態，參閱Webb and 
Krasner（1989）。

49   此二命題是一位匿名審查人所整理歸納出來的，不是作者所想出來的。作者不敢掠美，特
此註明，並向審查人表示感謝。

50   類似的看法請參見 Lloyd（2013: 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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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會如何思考。這裡我們就面臨了一個抉擇：是要完全忠實於霍布斯當

初寫下的文字的「本意」呢？還是原則上遵循霍布斯理論的基本架構與思維

方式，但是當它鑑諸於後來的歷史經驗（尤其是在國際政治生活的層面）卻

顯得有所不足時，就不得不加以調整，甚至修正？因為如果不這麼做，那麼

霍布斯的思想對吾人思考當今的國際關係（特別是其中的規範層面），恐怕不

會有太大的幫助。前一種作法比較像政治思想史家的取徑，後一種則比較接

近政治哲學的途徑。在這個抉擇上，由於論文的目的最終還是在於思考當代

的國際關係規範議題，因此作者認為採取第二種途徑會比較恰當。再者，關

於A2，事實上按國際關係的實踐而言，應該說國際制度的存在已經使得國際

間的無政府狀態變得更能忍受；國際制度可能是善霸創造的，但一旦被創造

出來，即使善霸後來衰落了，國際制度依然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用（Keohane, 

1984），因此是否有善霸並非重點。無論如何，此一想法是從國際實踐得來

的，雖然不是源自霍布斯的理論本身，但我們也沒有理由可以確信，霍布斯

會反對命題 A2。總之，作者誠然不能宣稱，經過作者修正後的理論「確實

是」霍布斯的理論，但在前述的兩個命題上，我們可以說，至少是不會與霍

布斯的理論相抵觸。

伍、結論

在國際關係學界，由於霍布斯主張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因此他常被

視為是現實主義系譜中的一位大宗師，而其「戰爭狀態中無正義可言」的說

法，又常被用來幫「國際關係無道德可言」的主張背書。本文指出，這樣的

推論往往是基於所謂的「國內類比」。然而，已有許多學者論證，此一類比其

實問題重重，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國家間的不平等遠大於個人間的不平

等，因此霍布斯所說的「自然平等」並不存在於國家之間。再者，本文還論

證，國際關係中已有許多理論可以說明，儘管國家間的關係是處於「無政府

狀態」，但「無政府狀態」並不必然就是「戰爭狀態」。因此，以「國內類比」

為基礎而將霍布斯的理論運用在國際上，是十分不牢靠的做法。不過，這並

不完全否定，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之間的其他面向或許仍然存在可以類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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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本文只是要說明，現實主義透過「國內類比」來運用霍布斯的理論，是

過度簡化、以偏概全的作法。此外，在霍布斯的理論中，自然狀態似乎只能

是戰爭狀態，然而，本文論證，不論是就理論層面或是就經驗層面而言，國

際關係都無法化約為霍布斯所謂的戰爭狀態，而且對霍布斯而言，即使在自

然狀態下，依然有超乎正義之外的道德法（即自然法）存在，因此「戰爭狀

態下無正義可言」的宣稱，並無法支撐「國際關係無道德可言」的結論。

事實上，對於霍布斯的政治理論完全可以有另一種「修正主義式」的替

代詮釋，它突出了自然法在自然狀態下的地位與作用。這種詮釋在政治哲學

界與政治思想史界已經廣為學者所知悉，但是在國際關係學界，儘管已有學

者注意到這種詮釋，但還沒有成為主流。與此潮流相呼應的是，在國際關係

學界出現了一個替代的詮釋（Forsyth, 1979），它把霍布斯的自然狀態進一步

劃分為兩個，一個是不受自然法約束的戰爭狀態之外，另一個則是受自然法

約束的自然狀態，而按這個詮釋，國際關係比較接近第二種自然狀態。這種

狀態並不像霍布斯所描述的戰爭狀態那麼恐怖，因此國家並沒有強烈的脫離

該狀態的必要性。本文接受這個詮釋，並進一步論證，在國際間建立一個主

權者（例如世界政府）反而是不可欲的；而且正因為在國際間建立主權者是

不可欲的，因此國家必須停留在「無政府狀態」。如此一來，國家之間處在第

二種自然狀態，就不僅是一種可能性，而且有必要性。由於第二種自然狀態

是受自然法的約束，這就意味國家必須遵循國際道德規範的約束。換言之，

處在第二種自然狀態中的國家們接受自然法的指引，才合乎理性。因此，霍

布斯自然法的概念完全可以為國際關係的道德規範提供指引或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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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alist orthodox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situated in the 
Hobbesian state of nature, which according to Hobbes is a state of war, and is 
thus devoid of justice or moralit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emerged 
among political theorists a new trend of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s which contend 
that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if explored more thoroughly, is loaded with 
morality, especially in his exposition of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us Hobbes’s 
law of nature could be deemed a foundation of morality. This alternative inter-
pretation is already well known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ought, but it is still 
not well accepted by the mainstream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fend this approach by drawing on theories in 
IR, so that it can become a resource for the theorizing of normative theory in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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